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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统筹协调军事支出
和经济建设支出

杜人淮　 曹　 超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针对我国军事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矛盾突出问题，采取了统

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方针政策，大致经历了抗美援朝前夕“主要支援战争，其次用于

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一切服从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后期“边打、边稳、边建”的三个阶段。
其措施主要有 ４ 个：确立抓住重点、同时顾全大局的战略指导原则；作战指导上使作战规模与国家

经济力量相适应；加强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强化监察工作；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障

战争需要和促进经济发展等。 执行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方针政策，不仅有力地保

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提升了

我国的经济实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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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通过这一战中国“摸了一下美

国军队的底” ［１］，把美军彻底赶回朝鲜三八线，逼迫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挫败了美国的嚣张气焰，打出

了中国的国威军威，为国家发展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 从一定意义上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总体

战，不仅是双方军事、政治的较量，也是双方经济的较量。 面对强敌，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
内一穷二白，需要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战争消耗大量资源，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

财力。 如何协调好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可以说“抗
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 ［２］。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围绕抗美援朝战

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就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军事支

出和经济建设支出问题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 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统筹协调军事

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问题，对今天党中央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大任

务，加快推进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针对强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具有极为

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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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方针政策

“统筹协调”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确立的一贯思维和方法，毛泽东曾用十指弹钢

琴作出过形象比喻，认为“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强调“要
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３］。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党中央发布的《中
央关于调整若干工作关系问题的指示》（草案）明确了“统筹协调”工作方法，指出“无论中央与地方、上级

与下级、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都应在统一方针、统一政策、统一任务和统一计划下，适当地分工，密切地合

作，建立起既有统一领导又有科学分工的正确工作关系”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经济建设任

务急迫而繁重，同时加强国防建设和完成全国范围解放必须要有一定军事支出，需要统筹协调好军事支出

和经济建设支出。 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借联合国名义组成“联合国军”参战后，党中央着手为入朝

作战进行准备，不久作出了入朝作战决定。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运用“统筹协调”思维和工作方法

统筹军事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并根据战争进程和战局变化作出相应调

整，使之既能保障抗美援朝战争需要，又努力兼顾好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大致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
（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夕“主要支援战争，其次用于建设”
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财政工作的方针是

主要支援战争，其次用于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亟须恢复生

产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 但要巩固新生政权和继续完成全国的解放任务，军事开支仍需要占较大比重。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薄一波在《关于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１９５０ 年“军费支

出占概算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是草案中所占百分比最大的一项” ［５］４９，当时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

等地还没有解放，有些地方还存在残余土匪。 实际上行政经费中的地方支前费，新解放城市军管初期经

费，财务费中的运输费等，也主要为战争支出，因而这个概算草案基本上仍然是以保证战争胜利为主要任

务。 正如周恩来指出，“从预算的分配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
复生产” ［５］６６。

朝鲜战争爆发前半年，除西藏、台湾和部分沿海岛屿以外的中国领土实现了解放，同时国内的财政经

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６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书面报告中描述了当时国内的财政

经济状况，指出“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

转” ［６］１４２，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 要想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

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６］１４２。 毛泽东认为要争取这

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 ［６］１４２。 为了争取这些条件，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巩固

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 ［６］１４３等一系列措施。
按照党中央对财政工作的设想，拟在 １９５１ 年财政概算中减少军费，将全部预算的 ７０％投入经济建设、

文教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７］７３。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的经济恢复将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然后才

能转入有系统的发展” ［８］４５，所以要着重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的平衡发展，“对于国防建设，也需要占适当

比重” ［８］４６。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中断了党中央统筹军事开支和经济建设开支的设想，随即

对之前的开支计划作出了调整。
（二）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一切服从战争”
这一阶段大致从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到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第三次战役结束，财政工作的

方针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 ［９］１１２，在战场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使前方胜利与后方巩固得

以结合起来，稳步前进” ［１０］４５２。 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党中央即刻把是否出兵入朝作战提上了议事日

程，并同步考虑了调整财政预算问题。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５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

话中首次提到出兵参战的国家财政支出方针，指出“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 我们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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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一九五

一年的国家概算，也应当这样来制定” ［１１］２０２—２０３。 这事实上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经济建设支出和军事支

出确定了基调，即中国一旦参战，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基础上来谋划，也就是财政上要增加军费

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做好各种收入必然要减少的准备。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必须首先照顾战时财政与保证军事支出。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周恩来

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后的财政工作方针时指出，“现在火已经烧到门前，‘救火第一’” ［７］９５，“不能不暂时搁

下和平建设的计划” ［７］９５。 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两天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

的报告开篇指出了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一是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是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是邻境战

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转入战争。 中央决定以第二种可能为基点，把 １９５１ 年财政工作在抗美援朝战

争基础上制定方针，也就是要增加军费支出［９］１１１—１１２。 根据这次会议决定作出了“战争第一”的财经工作方

针。 陈云指出“战争第一的观点表现在财政上，即是在预算上尽可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９］１１５，同时强调“一
方面做到战争第一，另一方面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 ［９］１１５，而不是有多少用多少。 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后，中财委决定财经工作的基点从平时经济建设转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来，财力、物力都要首先保

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即抗美援朝早用、多用、先用、急用，经济建设迟用、少用、后用、缓用。
坚持“战争第一”的财政工作方针和部署，不能把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进行削减和收缩。 陈云指出，“财

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 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 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

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 ［９］１１５，凡是“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

政收入有直接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 ［９］１１５—１１６。 这就需要协调

好战争、稳定市场、经济建设投资等支出关系。 在处理战争、稳定市场、经济建设投资等支出关系上，必须

要有先后主次和轻重缓急，总的要求是战争第一。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根据新的财政工作方针并经中共

中央批准制定的 １９５１ 年财政支出总概算，总支出为 ６９．５ 万亿元，其中国防费为 ３３．４ 万亿元，占 ４８．０５％；
经济建设费为 １１．８ 万亿元，占 １６．９％；社会文教费 ５ 万亿元，行政管理费 １１．２ 万亿元” ［１２］。 而后编制的

１９５２ 年度和 １９５３ 年度财政收支总概算，军费支出比例虽有所减少，但数额是增加的，总的方针仍是保证战

争需要。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的指示》中明确指

出，“一九五一年概算的总方针是：既要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 如

此，方能使前方胜利与后方巩固得以结合起来，稳步前进” ［１０］４５２，强调“支出概算，国防经费加预备费已超

过总数百分之五十，而经济文化建设及行政业务经费合共只占百分之四十二，已不可能再少” ［１０］４５２。 这表

明党中央已经意识到，虽然加强国防力量是当时的迫切需要，但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基础、生产能力、技
术条件和财政力量等现实状况，不可能做到一跃而成，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加速中国的国防建设。 据

此，１９５１ 年党中央将量入为出明确作为财政收支的主要原则，使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协调平稳。
（三）抗美援朝战争中后期“边打、边稳、边建”
这一阶段大致从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第三次战役结束到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停战协定签字，财政工作的方针是“边

打、边稳、边建”。 所谓“打”，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所谓“稳”，就是稳定国内秩序，包括政治

秩序和经济秩序；所谓“建”，就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内的各项建设。 “边打、边稳、边建”是中央确定的

重要方针，一面保证作战需要，确保取得战争胜利，一面稳定国内秩序，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一面促进国内

各方面建设，用国内建设新成就更有力地支援前方作战，使中国各领域都兴旺发达，互相促进，实现螺旋

上升。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期性、持久性有较充分认

识。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特别提醒，“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速胜

的观点是有害的” ［１１］４２１。 第四次战役开始后，党中央深刻意识到，没有国内各项工作的有力支持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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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没有后方的巩固，保证战争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就很难完成，因而，国内社会的稳定、国内建设的恢复、国
防力量的加强不可以有须臾忽略和放松。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周恩来指出，“朝鲜战争会长期拖下去，不是一两

个战役即可结束的。 因此，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

来，边打边建” ［１３］１２７。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２ 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财政状况及市

场的继续稳定，同时也着手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三年准备，十年建设” ［７］１８３。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２ 年，党中

央基本按照一边境外打仗、一边稳定国内秩序、一边积极推进建设的要求展开各项工作。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根据朝鲜战局、停战谈判形势和国内情况明确了“边打、边稳、边建”方针。
周恩来在第二天的政务院政务会议上指出，“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关键在‘稳’” ［１３］２３１，在第三

天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强调，“在党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指导下，建设费应高于军事费。 军费开

支，能节省的就要节省” ［１３］２３１。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中财委提出“巩固国防，稳定物价，重点建设”的财经工作方

针，明确三项任务不分先后。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毛泽东指出，“我国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

的，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进行国家建设” ［１４］６４２。 党中央确立的“边打、边稳、边建”的
方针，促进了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加强，持续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物资需要，为取得战争

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主要举措和效果

中共中央在入朝作战问题上非常慎重，对是否出兵的利弊做了充分的研判。 毛泽东认为，若出兵，“对
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 ［１４］２１２，若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

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１４］２１２党中

央作出出兵入朝作战决定后，对这场战争可能给国内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了充分估计，并做了最坏打

算。 事实证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一系列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政策措施落实落

地，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不仅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

事业快速发展。
（一）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主要举措

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保证重点建设，同时兼顾其他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对有限资金

和建设力量的安排，始终兼顾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的实际需求，“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

的，因此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的建设” ［１５］４２８，“既要保证国家建设的胜

利，又要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 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这是我们制定计划的出发点” ［１５］４２９。 党中

央为充分兼顾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本建设，特
别是确保完成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 ［１５］４２９。
但同时党中央指出“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

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１５］４２９—４３０。
坚持把保证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为根本指导原则。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为了保证和

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国大幅度增加了国防费支出。 １９５０ 年国防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４１. １％，１９５１ 年国防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约 ４３％［１６］，此外还有一定数额的苏联政府贷款。 如果战

争长期打下去，将给国家的经济造成极大的负担，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将受到巨大的影响。 当中国人民志

愿军同朝鲜人民将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经过双方的反复较量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

后，党中央抓住美国被迫谋求和谈的时机，于 １９５１ 年夏适时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举行了停战谈

判，适当地减少了大规模的作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用于战争支出的负担。 到 １９５１ 年下半年，中国的

国民经济全部得到恢复、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好转，进一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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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提供了财力支持。 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和用于战争支出的增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活动

逐渐增加，作战规模逐步扩大，先后进行了 １９５２ 年秋季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和 １９５３ 年夏季进攻战役，仅
１９５３ 年金城战役一仗，就消耗各种弹药 １．９ 万吨，相当于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弹

药消耗总量的 ２．２ 倍，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签字停战。
加强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强化监察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统一了国家的

财政工作，“国家财政工作从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后，是完全统一起来了” ［１７］１６２，为了统筹协调各方面的财政

支出，从 １９５１ 年起党中央对全国财政收支系统进行了重新划分，实行中央、行政区和省三级管理制度。 加

强对国家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旨在能够较好平衡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 为避免浪

费，力求国家财力的合理使用，１９５１ 年实行决算制度和预算审核，强调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和货币管

理［９］１２１—１２２。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提出

了 １９５１ 年财经工作的缺点，认为“财经系统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１８］２２，“对财

政支出管理不严” ［１８］２２，明确 １９５２ 年的财经工作要“加强财政监察工作……建立中央、大区和省的财政监

察机构，重点考核财力的使用是否适当和有效” ［１８］２３，同时要求“开始建立部队随军银行，实行货币管理”
“重点试办独立会计制度” ［１８］２３等。 这些举措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发挥了积极作用。

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障战争需要和促进经济发展。 为了更好地协调和平衡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

支出，满足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确定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
毛泽东要求确保即使和平谈判不成功，“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

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 ［１１］５５８。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军委决定大幅压缩军队总规模，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５ 日

毛泽东批准施行的《军事整编计划》，规定 ３ 年内把军队总员额控制在 ３００ 万人左右。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毛泽东、周恩来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把 ４１ 个师、１１ 个团共 ４６．５ 万人转

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截至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底“共精简 １９ 个军、７３ 个师，近 ２００ 万人” ［１９］。 同时在朝部队

也开展了精简节约运动，“裁并兵团、军、师直属机关，减少机关和勤杂人员” ［１１］，号召节约使用物资，尽可

能利用缴获物资武器等等。 为推动增产，各地积极探索并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措施，比如东北地区作为试

点推行计件工资制［１７］１１９。 全国工人、农民等纷纷订立爱国公约，推动生产竞赛，大规模开展增产节约运

动，涌现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刷新了生产纪录，提高了技术水平，有效地推动了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仅 １９５２ 年全年增产节约总值达到 ３１７７８９ 亿元［２０］。
（二）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主要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党中央在考虑是否出兵入朝作战问题上，其中最大忧虑之一就是经济的恢复，担
心被长期的战争拖垮。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依据国际局势和战场形势的变化，对财政支出进行了较

为妥善的安排，在战争极为艰难和关键的 １９５１ 年国防战备费占比达到最高，随着战场形势的稳定，后两年

的国防战备费占比不断下降，尽管这一时期国防战备费支出较高，但其他各个方面建设费都有兼顾，总体

上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有力提高了财政支出的综合使用效益，不仅较好保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

鲜战场的作战，而且有力保证了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国防建设的加强等方面需要，把
战争对国家的消耗程度降到了最低，全面促进了国防和经济发展。

增强了国防实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协调政策大幅提升了我国国防实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经过

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

进” ［２１］８６。 一是自力更生发展军事工业。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鉴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装备、武器弹药

的巨大消耗，以及中国军事工业的极端落后，库存武器、弹药、车辆等惊人空虚和向外订货的种种困难等现

实状况，为了适应前方作战需要，加速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提高军工生产能力，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成

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 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确定兵工建设方针和

原则，大力加强军工生产和建设。 二是争取外援提升军力。 把军事支出的一部分用于向苏联订购各种武

０６

《古田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器和器材，用于朝鲜战场和增强军事实力，通过“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首先现代化的骨

干” ［１１］５０７。 三是坚持走精兵之路。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根据国际国内情况变化，利用朝鲜战局较为稳定的时

机，党中央实施精简整编方针，周恩来审定了人民军队三年（从 １９５１ 年到 １９５３ 年）整编计划，拟将机关、步
兵作为主要缩减对象，加强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和院校建设。

提升了经济实力。 毋庸讳言，抗美援朝战争本身付出了巨大的战争消耗，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 但通

过实施“协调”政策，国内经济非但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得到了迅速恢复。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

动，极大提升了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蕴藏于群众中的巨大能量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生产积极性极大提

高，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在创造战争奇迹的同时，创造了经济奇迹。 １９５１ 年，中
国实现财政收入 １３３．１ 亿元，比预算的 ６９．５ 亿元增长了 ９１．９％，比 １９５０ 年增加 １０４．２％。 “这一年的工农业

总产值比 １９５０ 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

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 ［２２］，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

顿，而是更加向前推进了。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方针和任务

的报告》指出，１９５１ 年的财经工作“支持了抗美援朝，稳定了国内市场”，表明 １９５１ 年度军事支出和经济建

设支出基本平衡。 １９５２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 １９４９ 年增加 ３４４ 亿元，达到 ８１０ 亿元，三年中平均增长了

２４．６％，实现了预期三年国家财政收入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 到 １９５２ 年底，国内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不仅

有力地保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需要，而且全面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工农

业生产均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中钢铁、煤炭、棉布、粮食、棉花产量和大牲畜的存栏数都超过了

历史最高水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彻底消除了财政赤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三、主要启示

“抗美援朝的战争，实质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 ［２３］ 党中央采取的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

支出方针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深入研究和

分析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对当前中国处

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同步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有
效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一是按照安全和发展相兼顾要求进行全面筹划和部署。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始终以保障战场

上的胜利为中心统筹安全和发展，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和军事部署进行全面调整，确保财政支出既要保证前

方的作战，又要保证后方的建设，正如彭德怀在总结抗美援朝工作时指出的，“我们伟大的人民一面进行着

经济的巨大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一面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志愿军，使我们能够获得源源不断

的物质供应和正气磅礴的精神鼓舞，使我们得以顺利地打击侵略者” ［２４］。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

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不可偏废。 统筹安全和发展，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又要不

断促进发展，持续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必须以新

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当前，急需加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

局高度全面统筹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既要保障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以及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又要保障国家建设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需要。
二是着力谋划和大力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深度融合。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

设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初次尝试，尽管这次尝试是在外因的推动下被迫实施的，但无疑是一次成

功的尝试。 这次尝试使初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的大系统层面深刻理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

系，即“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

够有更大的进步” ［２１］８６。 这种关系处理是否得当，不仅直接影响战役战斗的规模，而且关系战争的进程和

结局，即两者的战略关系的“大”会影响战役战斗的“小”。 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战争不断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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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化，作战的物资消耗越来越大，军费开支也将越来越大，军费开支和经济建设开支的矛盾将越来越突

出。 只有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深度融合，才能使国防和军队建设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相协调，才能打通国家

综合实力向先进战斗力、体系对抗力的转化路径，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
三是根据形势变化需要适时调整财政方针和政策措施。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根据战场形势变

化，在不同阶段灵活采取了不同财政政策，提高了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为中国正确处理国防与经济建设

的关系，平衡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提供了宝贵经验。 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

事无成。 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 ［９］１１５。 当

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只要根据形势变化确定正确财政方针和采取正确措施，军费开支不

仅不会影响或阻碍经济建设，而且可以推动经济建设发展，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
兼容发展，更好保卫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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